
Capit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of Education 
 

 
CIEE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讨论稿 
Working Paper 

No.201401    2014年 1月 

 

 

代际教育流动性的最新研究进展 

 

杨娟* 

 

摘要 

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家庭背景对孩子受教育程度影响

的研究也一直是美国经济学主流期刊的常客，归纳总结国内外该领域最新的研究

进展可以为我国政府和学者们在制定增加代际流动性的政策时提供决策参考。我

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家庭背景对孩子教育影响的文献：一、家庭背景对孩子

教育的影响有多重要？二、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三、教育财政

政策是否有助于减弱家庭背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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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随后在十二届人大，以及出访俄罗斯、非洲等国家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证了中国梦的

内容。其核心含义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不难看出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核心内

容。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可能是人民幸福的关键因素。79 年高考制度

的恢复使很多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孩子通过高考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目

前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子女在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孩子却

继续保持着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舆论在社会中似乎形成一种共识。通过

研究发达国家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及现状可以解释以及预测未来我国社会

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缓解这种情况。 

家庭背景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古老的问题，近代的研究可以追朔到 1966 年的

科尔曼报告。但该问题的研究在最近十几年有加强的趋势，而加强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可获

得数据的质量越来越高（Black & Devereux，2010）。目前国际上关于此类的研究可以分为三

类，一类研究家庭背景，主要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孩子的教育到底有多重要？是相关关系

还是因果关系？也就是“天生”还是“养育”决定了子女的教育成就和劳动力市场结果？这

类研究试图通过各种数据和技术手段分离父母基因对子女的影响。第二类研究主要从父母的

角度探讨孩子的发展与什么因素有关？父母的财富，父母的文化，所处的环境，兄弟姐妹，

还是……？第三类研究从政策的角度分析，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干预最有效？本文将从以上三

个方面总结目前关于家庭背景对孩子影响的研究进展。 

 

一、家庭背景对孩子教育的影响 

 

国际上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父母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也较高。Bjorklund&Salvanes  (2011)  总结了现有文献中各国父母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相关关

系。研究发现父母与子女的相关系数一般在 0.4‐0.6 之间，美国的代际相关性高于大多数欧

洲国家，东德的相关性最低，大约在 0.25‐0.30 之间。此外代际相关性在这些年基本趋于稳

定，变化不大。这意味着孩子的教育程度 40%‐60%与家庭背景有关。这么重要的影响迫使学

者不得不探讨其背后的原因：是由于父母聪明，孩子也聪明？还是由于学历较高的父母拥有

较多的资源，可以提供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使得孩子学业表现较好。因此，很多学者开始

研究如何将基因的因素去除，研究父母的学历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因果关系。学者们目前主

要通过三种途径研究此问题：固定效应法，领（收）养法以及工具变量法。 

固定效应法（又称双胞胎法）是研究教育程度不同的双胞胎母亲或父亲们对其后代教育

程度的影响。该方法假定在双胞胎之间的基因是相同的，因此其子女之间的先天能力是固定

的，子女间教育程度的差别可以解释为由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双

重差分的方法，可以消除不可观察的因素（如能力）的影响，避免 OLS 估计中所产生的内生

性问题。国外有很多通过双胞胎数据估算的研究，如 Behrman &Rosenzweig (2002)根据明

尼苏达州同卵双胞胎登记数据发现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几乎没有正的影响，甚至产生负

的影响。而对双胞胎父亲而言，父亲教育对子女的教育的影响依然是正且显著的，其系数与

OLS 系数相近。Antonovics& Goldberger (2005)对上述结果提出质疑，并通过改变学校和

样本选择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他们发现，父亲的学历对子女的教育的影响总是积极

并显著的，母亲的学历对子女的教育也有影响但低于父亲的影响大小。Bingley et.al (2009)

利用丹麦数据对上述结果重新进行验证，得出与 Behrman &Rosenzweig (2002)相似的结果。

双胞胎法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将双胞胎之间的差别都归因于双胞胎之间教育程度的差别，从而

影响了对孩子教育结果估计值的准确性。而实际上，即便是同卵双胞胎之间，在智商、行为

习惯、思维模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假定双胞胎之间仅存在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别，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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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 

领养法则是以亲生子女为参照组，研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养子女的教育相对亲生子女

的教育的影响程度的大小。由于领养的小孩与养父母的基因不同，所以可以把养子女与养父

母之间的关系视为“养育”或环境的影响（Plug, 2004, Björklund et.al, 2006）。如果养

子女与养父母没有遗传关系，并且是被随机领养的，那么就能区别家庭环境和先天能力的影

响。因此，观察到的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教育的任何联系，必定是由于父母任何一方的受教

育程度或父母的其他（不可观察的）特征（如教育方式和对待教育的态度）造成的。由此可

见，领养法不仅能够估计父母的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而且还可估计任何与父母受教育程

度有关的诸如家庭环境等因素对养子女的教育的影响。早期，Dearden et.al (1997)用英国

的领养子女样本（小样本），研究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对养子的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他们发现

养父子的代际关系很高，甚至与亲父子的关系一样高，从而得出环境因素很重要的结论。Plug 

(2004)使用美国领养子女的数据重新研究了父母亲的教育与子女的教育之间的因果关系，发

现父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有正面影响，但是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并没有显著影响。

Björklund et.al (2006)，使用 1962 年到 1966 年出生于瑞典的领养子女行政数据得出了与

Plug (2004)相同的结论，即养父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有正的影响，但养母对子女的影响不

显著。虽然领养法可以排除基因因素，但此方法会产生较大的选择性偏差。领养父母对孩子

的选择不是随机的，学历高、条件好的父母更有可能挑选一些“优质”的孩子，从而使估计

值产生更大的偏差。此外领养样本数据库都比较小，不具有全国的代表性。 

工具变量法大多以外生变量——义务教育法改革，作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工具，来估计

教育的代际影响。Chevalier (2004)利用英国 1957 义务教育法改革研究父母的教育对子女

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父亲的教育对子女

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然而，文章的研究局限在于，英国的义务教育法变革是全国性的，

并没有代表性的变化。Black et.al (2005a)以挪威义务教育法改革的时间作为父母教育的

工具变量
1
，他们发现父母的教育和子女教育之间弱相关。然而，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

而言，强制增加义务教育年限对其儿子的教育程度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由于在其用到的

子女样本中，受到义务教育法改革的影响的父母的样本量较少，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向下

偏差。Oreopoulos et.al (2006)
2
利用美国义务教育法关于最低受教育年限规定的变化和

1960、1970 和 1980 年大规模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父母的教育年限对子女留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父母任何一方的教育程度增加，都会减少子女的留级率，并且还发现，那些和父母

居住在一起的子女更不可能在高中辍学。Piopiunik(2011)以德国义务教育改革
3
作为父母教

育的外生变量，估计了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其子女教育程度的影响，也得出了与Black et.al 

(2005) (2006)相似的结论。简言之，以不同国家之间的义务教育法改革为工具进行的研究

都发现，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外生增加对其子女的教育有小的正面影响，而且母亲的教育对

子女的影响更为重要。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以教育的成本或学潮等外生变量为工具，研究

教育的代际影响（Carnerio et.al., 2007,Maurin& McNally,2008 )，他们均发现父母对不

同年份出生的孩子的影响不同且父母亲的影响程度与以往用义务教育法改革为工具变量的

研究有一定的差别。 

总体而言，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与父亲的教育相比，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的影响更重要；然而，双胞胎法或领养法则认为父亲的教育更重要。研究父母教育与子女教

育的因果关系的文献尚未得出确定性结论。原因有二：第一，文献的数据来源不同（不同国

家、不同时间）；第二，研究所用的识别方法不同。 

                                                              
1挪威在 1959 年到 1973 年间各大城市逐步将义务教育年限由 7 年改成 9 年。 
2为了避免讨论婚姻匹配问题，他们将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年限加总，研究父母教育程度的共同影响。 
31949 年到 1969 年间，整个德国的义务教育年限从 8 年增加为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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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识别方法的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和更准确地研究教育的代际传递

性，一些文献对同一数据使用不同的识别方法进行方法间的比较研究。例如，Hægeland et.al 

(2010)分别采用两种识别方法：双胞胎法和领养法，利用挪威丰富的普查数据，来估计父母

的教育与子女的教育的相关关系。不同识别方法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与大多数文献的结论

一致，他们发现双胞胎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学习表现没有影响，但是母亲的教育对养子女有

正的影响，该系数的大小是亲生子女系数的三分之一。Holmlund et.al (2011)利用相同的

瑞典数据，分别采用双胞胎法、领养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方法间的比较研究。他们发现，即

使是在同一国家同一组群和同一制度下，不同的识别方法得到的结果也会不同。采用双胞胎

法估计时，双胞胎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没有影响，而双胞胎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

很小但却是显著的。这一结果与 Behrman &Rosenzweig (2002)的研究结果类似。采用领养

法估计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子女的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的估计系数小于之前的文献特

别是 Sacerdote (2007)的研究结果。以瑞典的教育改革（与挪威相似）作为父母亲教育程

度的工具，得出的结果与 Black et.al (2005b)一致：父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没有显著的

影响，而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的影响小但显著。因此，他们得出父母的教育对子女教育

获得的影响取决于识别方法，这表明，国家和组群的差异并不是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

Holmlund et.al (2011)认为研究结论的差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不同识别方法所用的父母样

本来自不同的教育分布，另一方面可能是不同的识别方法对于先天的能力的控制程度不同。

该发现表明只有采用相同识别方法进行研究得到的结果才有可比较性。 

研究中国家庭背景对后代教育的影响的文献也很多。Knight et.al (2009) 使用

CHIP-2002 农村样本数据，分析家庭的收入和父母的教育对后代初中辍学率和高中入学率的

影响。结果发现，家庭的收入和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辍学率越小，而继续上高中的可能性

则越大。Brown (2002) 研究了父母的教育对子女的学习成绩（考试分数）的影响。结果表

明，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会为子女提供更高水平的与教育相关的物品和时间，并且父母的教

育对子女的教育有很大的正的影响。Sato & Li (2007) 用 CHIP-2002 调查的农村样本数据，

研究阶级背景（成分）对后代教育的影响。他们发现，即使控制父母的教育、家庭的财富和

其他的家庭特征，地主或富农家庭（根据官方分类）的后代，可能比那些来自其它家庭背景

的后代的教育程度更高。文东茅(2005)根据 2003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数据，

以毕业生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作为反映其家庭背景的参考指标，研究家庭背景对我国高

等教育机会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校学生群体的家庭背景要明显好于全国总体水平。国家与社

会管理者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是农民子女的 5倍，高校毕业生父母的受教育水平

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刘精明（2006）利用全国人口第三、四、五次普查数据分析了

1980－2000 年间家庭背景因素对小学和初中入学机会的影响及其变迁，结果发现父母教育

程度的影响在不断上升，以父辈职业衡量的阶层地位的影响显著且维持不变。李春玲（2003，

2010）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郭丛斌和闵维方（2006）和杨娟等（2013，2014）也均

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教育程度的影响非常显著。但由于 OLS 方法固有的局限性，无法

得出父母与子女教育的因果关系。 

由于我国数据的局限性，目前据我所知还没有学者用双胞胎法和领养法研究此问题。

运用工具变量方法的研究也十分有限。Li et.al (2005) 以学前主要食物（猪肉、大米和鸡

蛋）的价格和工资的波动为工具，研究母亲对子女的照管时间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他

们发现，母亲的教育和收入对子女的教育没有正的影响。李云森和齐豪（2011）以农村基础

教育普及政策为工具变量，研究了教育代际相关性，他们发现母亲教育年限对子女是否接受

后义务教育有正相关因果联系，而父亲教育年限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教育的代际传递机制 

通过总结现有代际流动性的文献可知，目前关于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有多大尚未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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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结论，不同估计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差别较大，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探究可能的代际传

递机制，即父母的教育如何传递给下一代（Lundborg et.al， 2011，Holmlund et.al，2011）。

我归纳了一下父母除了可能通过基因对下一代产生影响外，可能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子女的教

育产生影响：提供的资源，婚姻的选择，子女数量与质量的权衡以及文化传递。 

 

（一）资源约束 

由于父母的教育抉择受到其财富的约束，父母需要权衡个人消费和子女的教育投资。受

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其收入相对也比较少，因此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会比较少，导致子女的

教育程度较低。Becker & Tomes（1986）构建了一个基本的代际流动性的理论模型解释父母

财富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该理论模型被后来许多学者用经验数据检验。Kane(1994)以

及Ellwood and Kane (2000)通过经验数据发现，贫困家庭，特别是黑人，面临着较强的财富

约束，当大学学费降低时，会有更多的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Carneiro& 

Heckman (2002)  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预算约束应该分为短期约束和长期约束。

通常意义上的财富约束或流动性约束属于短期约束，美国目前只有8%的儿童由于父母的短

期信贷约束而上不起大学。更多的孩子面临的是长期约束。富裕家庭在孩子的整个教育阶段

投入都比较充分，为孩子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Restuccia&Urrutia

（2004）构建了迭代教育选择模型，并通过宏观数据模拟，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推断

贫困家庭早期教育投入的不足是造成孩子受教育年限差异的重要原因。杨娟和周青（2013）

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2007年后家庭收入不再是制约农村儿童接受高中教育的重要原因，但

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仍很显著。可能也反映了这种长期流动性限制的影

响。 

资源约束不仅包括财富以及其他可能提供的资源还包括父母分配给孩子的时间。有些学

者从父母与孩子的共处时间角度，研究了父母教育程度与孩子教育获得的关系。理论上受教

育程度更高的母亲更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会增加家庭收入及对子女接受更多教育的期

望，但会减少与子女相处的时间。但经验研究与我们的预期相反。Guryan et.al (2008)发

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与子女相处的时间也更长。Carneiro et.al(2007)也发现受教育

程度更高的母亲，与其子女相处的时间并没有减少。Piopiunik(2011)发现在参加工作的女

性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找到工作的概率和每周工作时间几乎

相同，从而得出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差异无法解释母亲的教育对其儿子教育的正面影响
4
。 

（二）婚配的选择 

除受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收入外，选型婚配的影响（即高学历的人，其配偶的学历、收入

或能力也更高）也可能影响父母的教育如何传递给下一代，但关于这一传导机制的作用，不

同学者的研究结论差别较大。Behrman &Rosenzweig(2002)是最早使用双胞胎法进行研究的

文献。当时的很多文献都发现了一个现象：母亲的教育水平越高，其子女可能获得更高的教

育水平。其中原因有很多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父亲教育水平高，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

水平较高，而母亲的教育水平高则可以提高家庭教养水平，因为母亲相对父亲而言是比较“主

内”的，孩子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中，更可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是 Behrman &Rosenzweig(2002)

把这个问题一分为二：母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很可能是因为能力的遗传和婚姻的选择。受

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可能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结婚，进一步改善“基因”，提高孩子

的教育水平。Carneiro et.al(2007)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其生育时

间一般较晚，而且其配偶大多数都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会对其子女的教育产生积极

影响。Black et.al (2005a)基于挪威义务教育改革的研究发现不存在选型婚配影响，而

                                                              
4与之相反，Carneiro et.al(2007)利用与母亲教育相关的其他外生变量研究发现，在美国，受教育程度更

高的母亲，在小孩出生那年的工作时间比受教育年限更低的母亲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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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piunik(2011)基于德国的微观普查数据却发现在接受基础教育水平的女性间并不存在选

型婚配效应（接受九年教育的女性的配偶的教育水平并不比只受八年教育的女性的配偶高），

尽管从全社会整体来看，存在很显著的选型婚配效应（详见 Ermisch et.al (2006)）。 

 

（三）数量和质量的偏好替代 

数量和质量的偏好替代是另一个可能解释母亲的教育对其子女教育影响的传递机制，受

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可能会选择生育更少的小孩，并对每个小孩投入更多资源。理论认为，

如果父母在子女的数量和每个子女的投入（由于预算约束）上存在数量和质量的权衡的话，

那么家庭规模对子女的教育有重要影响（Becker & Lewis, 1973; Becker & Tomes, 1976）。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子女越少，母亲就能对每个小孩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

源，例如，可以陪同子女一起参加文化活动或指导作业和学校的相关活动。Jones &Tertilt 

(2009)确实发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亲偏好生育更少小孩。Piopiunik(2011)虽然发现受教

育程度更高的母亲会生育更少子女的事实，但是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无法直接控制家庭规模，

因此尚不确定这一传递机制是否可以解释教育的代际传递。关于子女的数量对子女质量的因

果影响的研究结果也各不相同。例如，Rosenzweig&Wolpin(1980)用多胎作为印度家庭规模

增长的外生变量，发现家庭规模更大的家庭的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而另一方面，

Angrist et al.(2005)对于以色列非独生子女（两个以上子女）家庭，也用多胎和同性别子

女虚拟变量作为子女数量的工具变量，结果发现第二胎和更多胎子女的出生带来的家庭规模

的外生增长似乎对头胎和二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没有影响。同样，Black et al.(2005b)使

用挪威的行政数据和多胎工具变量进行研究，也没有发现任何对子女教育或收入的影响。

Conley(2004)用美国 1980-1990 年的普查数据，估计家庭规模对私立学校就读率和小孩辍学

的概率的影响。为了识别家庭规模的因果影响，他认为与拥有一儿一女的父母相比，拥有同

样性别孩子的父母更可能生育第三胎。Conley 以此为工具发现家庭规模对私立学校就读率

有很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对小孩的辍学率的正面影响并不显著。当他分别对第一胎和非第一

胎小孩进行研究时，发现家庭规模只对非第一胎小孩有显著影响。然而，受数据所限，根据

普查数据的结构，作者无法得知那些不与家人住在一起的人的家庭结构。 

家庭规模是一个由父母选择的内生变量，可能与父母其他不可观察（影响子女的成就）

的特征有关。除了内生性问题，文献研究时还面临重大的数据局限问题。大多数文献普遍都

没有大量代表性数据，不能研究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感兴趣的经济问题。此外，关于出生顺

序的信息缺乏意味着出生顺序与家庭规模的影响相互混淆。 

（四）文化传递   

Haveman& Wolfe (1995)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推断父母的学历是孩子教育获得最重要的

影响因素。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遗传更优质的基因，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还可能是父母的

教育方法和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Oreopoulos&Salvanes (2011)利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

据，发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对子女教育更有耐心。Björklund&Salvanes (2011)曾提到“父

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意识到教育带来的各种物质方面和非物质方面的好处，从而重

视子女的教育并对其施压，使其接受更多教育。”Piopiunik(2011)发现：受教育程度更高

的父母，更重视其子女的学习成绩，也更相信勤奋好学对子女很重要，而这种重视会促使子

女接受更多的教育或提高其学习成绩。 

当然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父母的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但总体而言对

于父母到底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我们知道的还比较少，可能是未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一个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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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教育政策的效果分析 

上一部分我们分析了可能的父母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途径，接下来我们试图总结现有文

献中关于教育财政政策对减缓代际流动性的一些结果。公共政策可能影响不同收入家庭孩子

的教育投资，也可能改变不同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为了提高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程

度，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或改变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选

择。现有文献中关于教育政策效果分析的很多，但关于教育财政影响的讨论较少。由于各国

教育体制差别较大，单纯教育政策的影响对我国的借鉴有限，而教育经费的投入机制，各国

大体相似。因此关于教育投入对学生学业以及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对我国教育财政体制的设计

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将从公共教育经费增加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投入更有效二个角度

进行分析。 

（一）教育投入是否有效 

关于这一问题研究，不同的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学者认为增加

公共教育经费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降低辍学率，缩小不同人种之间的教育和收入差

距。例如 Hanushek (1997)  认为公共教育经费的增加将会增加学校资源，这对于提高儿童的

学习成绩或降低辍学率有重要的影响，对黑人的影响更显著。Card  and  Krueger(1992)  发现

公共教育经费的增加使黑人学校的质量显著提高，进而缩小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更多的学者的研究却发现白人或富裕家庭的孩子会更多的受益于政府教育经费的增

加，因此增加教育投入对缓解代际流动性的作用非常有限。Cascio, Gordon &Reber (2011)  对

美国最穷的南部地区Title 15实施效果的研究却发现Title 1 确实增加了学校的预算支出，但仅

减少了白人孩子的高中辍学率，对黑人孩子没有影响。Carasso, Reynolds &Steuerle (2008)的

研究也发现教育支出近一步扩大了劳动力市场上所产生的不平等，美国的教育经费中仅有

1/4 用于中低收入家庭。Corak（2013）认为美国政府教育投资的分配没有做到真正的公平，

特权阶层的孩子受益更多。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经费的分配中，高等教育占比过高。高等教育

的生均财政经费是小学生均财政经费的 3 倍，在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占比最高，这样会使中高

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教育经费。杨娟等（2014）对我国教育经费增加后的效果分析时发现，

增加教育经费确实有助于贫困儿童接受更多的教育，但财政经费的作用在 2007 年开始减弱。 

 

（二）如何分配教育经费更有效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哪一个阶段的教育投入更

有效；二是如何投入更有效。关于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家

庭的孩子不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上不起大学，而是不愿意上大学或学习能力较差没办法上大

学。减少大学的学生资助或增加贫困儿童的助学金，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小（Belot, et.al, 2007, 

Leuven,et.al., 2010）,增加早期教育投入对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最大。Cunha et al (2007) 

认为早期教育是今后学校技能获得的一个补充，有助于激发学生获得更多地人力资本，因此

对于早期教育投入的回报大于后期教育的投入。Carneiro& Heckman (2002)也验证了类似的观

点，认为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程度低于富裕家庭孩子的教育程度，主要是贫困家庭在孩子教

育的早期投入较少，导致孩子今后的学习兴趣不高，不愿意接受更多的教育。

Restuccia&Urrutia  (2004)通过挖掘不同收入家庭孩子教育差距和收入差距的根源时，也得出

类似的结论。贫困家庭由于受预算约束限制，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投入较少，使得其接收的教

育质量较差，导致贫困家庭孩子的高等教育参与率较低。进而产生了较大的收入差距以及较

高的代际收入持续性。但 Restuccia&Urrutia 所指的早期教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前教育，而

                                                              
5Title 1 项目是美国为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而设立的一个联邦政府教育经费支

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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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泛指学生的基础教育阶段。 

关于如何投入的问题，学者们主要分析直接投入学校更有效，还是投入家庭更有效。关

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最早追朔到 1955 年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论。他认为通过给学生发放

教育券，让学生自主的选择学校，可以增加学校间的竞争，提高学校质量。这样的教育经费

投入机制比直接补助学校更有效。Jencks（1972）将弗里德曼提出的人人等额面值的教育券

近一步发展为只补给贫困儿童或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教育券。他认为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教育

机会的平等。布什就职后，开始在一些城市实施了教育券，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教育

券的实施受到了公立学校和教育工会的抵制，使得教育券法案在很多州没有通过议会的表

决，最终没有实施。在美国只有一个州的两个城市实施了教育券。为了避免竞争机制引入所

造成的阻力，同时鼓励更多贫困儿童接受更多的教育，近几年南美洲推出了现金转移支付项

目。该项目的分配原理与教育券相同，同样是将教育经费分配给家庭和学生而不是学校，但

具体的实施过程不同。该项目根据家庭收入筛选一部分贫困儿童作为资助目标，根据这些儿

童的在校天数，支付给家长一定的现金补偿，鼓励贫困儿童接受更多的教育同时，没有引入

学校的竞争机制。南美洲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都根据自己的教育特点实施了相应的

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均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但对贫困儿童的筛选存在一定的困难，容易产

生寻租。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不难看出，直接分配给家庭的教育经费投入模式比直接投到学校

更有效，但实施起来成本较高，阻力较大。 

 

小结 

通过对国际上关于教育代际流动性最新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

教育非常重要，不仅体现在基因的遗传上，家庭环境的养育也很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受教育

程度较高的父母在孩子的早期教育投入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培养了孩子很好的学习习惯和学

习兴趣，使得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产生较大的差距，导致贫困家庭的孩子

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公共教育经费在促进教育公平，减缓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非常有限。

为了提高财政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需合理分配教育经费在不同阶段的比例，以及相应的分

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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